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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改革下的社会组织———

该怎样接过
政府让渡的权力？
文文//本本报报深深度度记记者者 刘刘德德峰峰

注册程序简化

社会组织发展

迎来“井喷期”
“国家对民间公益组织放开了，我们对

以后的注册、发展就更有信心了。”3月10日，
山东济宁市民刘健，第一时间就关注了国务
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有关社会组
织的部分。

“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
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
组织。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
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
同意。”

对此，刘健的感触要比普通人深得多。
每每想起自己多次注册失败的经历，他都唏
嘘不已。他是活跃在济宁的民间公益组织

“暖心公益联合会”的发起人。自2011年开
始，刘健曾三次正式向济宁民政部门申请注
册，由于他平时忙于本职工作，审批程序较
为复杂，以及缺少挂靠单位等诸多原因，一
直没能成功。

“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缺少‘合法身
份’，就不能公开募集资金，而且在成员管理
上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暖心公益联合会骨
干成员王国标说。

考虑到组织的长远发展，2012年6月9
日，暖心公益联合会宣布解散。刘健打算把
暖心公益联合会整合后挂靠在共青团济宁
市委的志愿者协会下。

让刘健没想到的是，2012年底济宁市便
出 台 相 关 规
定，允许民间
公益慈善组织
直接注册。出
现转机后，刘
健来到济宁市
民政局，向有
关负责人咨询
了注册的相关
事宜。

“审批手
续少了，不再
需要找主管单
位挂靠了，注
册程序简单了
很多。”刘健筹
划着蛇年春节
后就注册。

而年后紧
张的工作，让
这个计划一拖
再拖。不过令
刘 健 欣 喜 的
是，在等待注
册的过程中，国务院的改革措施，又在国家
政策层面给予了他们保障。

与济宁一样，在本次改革出台之前，我
国多个地市早已展开了试点工作。

2011年11月，广东出台《关于广东省进
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
案》。该方案确定，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
自2012年7月1日起，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
位，均改为业务指导单位，成立社会组织可
直接到民政部门申请。

2012年，深圳市拥有社会组织5092家，
其中登记4661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4 . 88
个。据成都市民政局的统计数据，至今年3月
中旬，在该市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达到6544
家，较上一年增长10 . 7%。2013年，广东省江
门市民政局更是提出目标：今年力争新登记
社会组织840个以上。

“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将迎来一个‘井
喷期’。”3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
院长王振耀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

“美国近3亿人口，拥有200多万家社会组织。
而我国13亿人口，仅拥有40多万家社会组
织。我国要想实现服务组织专业化，最少也
要有300万家。”

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

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公布，其中有关更

大范围、更大力度的“放权”举措，吸引

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向社会放权，客观上是向社会组

织放权。“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就

像一个小小的对内开放，其意义甚至

超过大部制改革。”经济学家许小年

说。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

振耀说，“这将是一次社会生产力解放

的机遇”。

虽然“向社会放权”所带来的改革

红利已出现在视野中，但与此同时，政府

及社会组织需要面对更多的考验。

“以后肯定要注册，让我们的组织
正规化、合法化。”自2010年成立以来，
济宁市“文莉爱心在行动”团队，已经通
过各种助学、助残活动，得到了社会的
广泛认可。即便如此，目前他们依旧缺
乏合法身份。

“一直想注册”的团队负责人张文
莉坦言，虽然新的政策已经实行，但她
感觉本组织注册的条件仍不具备。

已经拥有了三间办公室的张文莉，
缺少的是专职工作人员，以及完成注册
后的运营管理费用。暖心公益联合会的
刘健，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况。

如他们这样的“草根”民间公益组
织，由于人员较少，且多为兼职从事公
益事业，再加上接收捐款、捐物额度较
小，虽然注册流程已经无碍，可注册之
后的管理成本，成为他们不得不考虑的
现实。

“组织运营管理所需资金从哪里
来，我们很犯愁。”刘健说，不论是按规
定从募集的资金中留出，还是通过建立
相关产业获得收益，他们都没有经验。

在先行一步的深圳，许多社工服务

机构，已经在发展的过程中陆续开始经
历这一艰难阶段。由于专业社工的薪资
水平普遍较低，社工服务机构出现了人
员大量流失的现象。

“济南的社工流失率在20%以上，
每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很难吸引应届
毕业生进入社工服务机构。”济南市社
工协会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反观香港
的社工服务机构，从业者的薪资水平能
达到中等或中上等。“政府应该更大力
度地扶持，给予社工更好的薪酬待遇。”
该负责人呼吁。

依然存在的后顾之忧，成为很多想
成为“正规军”的社会组织，在“井喷期”
到来前热情不高的主要原因。

“政府的配套措施应该尽快跟上”，
王振耀说，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需
注意避免“轰轰烈烈，原地踏步”的问
题。

社会组织注册数量快速增长，而又
缺乏实质性进步的畸形发展方式，是王
振耀最为担心的。近日，王振耀撰文指
出，“在欢欣于社会改革大潮来临的同
时，也要看到，社会改革是一项大工程，

更是一项细工程。”
王振耀在文章中指出，“为了促成

更为扎实的改革”，政府除了要尽快推
进相关立法外，还要建立财政投入社会
建设的体制。“千万不要认为，放开社会
组织建设，政府就不必投入了，政府就
可以减少财政负担。”

据王振耀介绍，在香港，政府每年
的财政综合援助资金约为 4 0 0亿港
元，其中有100多亿港元直接用于支
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全香港
只有700多万人口，照这个比例，内地
应该投入多少财政资金呢？”王振耀
说，中央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口子，
还远未充分打开。

“税收优惠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
决。”王振耀还提到，“现实中，大慈善家
捐赠还存在障碍。”2011年，企业家曹德
旺因捐赠价值35 . 49亿元的等值股票，
而蝉联中国“首善”称号。根据我国税法
的相关规定，曹德旺需为这笔捐赠缴纳
6 . 72亿元税款。“税收优惠问题不解决，
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慈善组织很难健
康成长。”王振耀说。

运营费用短缺，人员大量流失

政策有了宽松，更需财力支撑

“实际上，向社会放权，也就是给予
社会组织独立自主权，给予他们依法行
善、依法行使管理社会事业的权力。”

在王振耀看来，放权的背后，是
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量社会组织的建
立。针对越来越具象的社会服务，政府
没有那么多精力全面管理

社会组织本身要接过政府让渡的
权力，也要做出充分的准备。“不能只凭
一腔热情，还要靠专业化的服务定位”，
王振耀说，“社会组织的服务，是直接对
人的服务。”

王振耀告诉记者，与企业生产的产
品相比，社会产品附加着人与人之间的
情感等因素，因此在服务定位方面，社
会组织应比企业做得更好。“一业多会”
所带来的竞争局面，同样要求社会组织
做好实验及失败的准备。

“此外，还需要社会组织加强组织
机构建设，建立现代化的行业化管理治
理机构。”王振耀说。

“权力交接”双方均需面对的挑战，
彰显着这场广泛社会改革的与众不同。

“社会改革需要用新的改革方式”，
王振耀说，因为它涉及的，是我国民众
仍在学习、认知过程中的“公共领域”，

“这种改革没有敌对双方，也没有既得
利益者，是一种全新的改革逻辑。因此，
它就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共同
对话、讨论和协商。”

虽然社会组织在茁壮成长的过程
中，始终无法绕开监管环节，但王振耀
认为，目前社会组织相关标准的建立，
比监管措施的制定更为急迫。

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标准，只能通
过基于改革共识的多方参与和协商。

“我国目前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许多
标准，仍然比较粗放”，王振耀表示，如
基金会的注册金额、社会组织用于管理
费用的比例等，缺少细化、分级管理机
制。他说，“这就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与
民众，在合作、妥协、投票表决一系列过

程中逐渐完善。”
民众，是社会改革的最终受益者，

于是，每个人的参与变得不可或缺。除
了民众能够享受到社会服务之外，“社
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将提供大量的社会
产品和就业岗位。”正因为这样，王振耀
才把这次社会改革看作是一次“社会生
产力解放的机遇”。

近日，广东省中山市政府公布了首
批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录，共分五大
类257项。其中包括文物保护的辅助性
工作、保障性住房后期管理服务、自然
环境监测辅助服务、公共教育成果质量
评估等多项民生事项服务。随着社会改
革方案的陆续展开，将有更多的省市跟
上广东的步伐。

“更多配套措施还需尽快出台，
因为社会改革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
拖延不得。”尽管王振耀对社会改革
保持乐观，而言语之中仍带着一丝急
迫。

不能仅凭热情，要有专业化定位

向社会放权要有新改革方式

近日，济宁市“文莉爱心在行动”团队，通过山药义卖行动，为兖州谭家村一名白血病人提供援助。(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王振耀说：“我国要想实现
服务组织专业化，最少也要有
300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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